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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　改土归流后黔东地区民族间的“三交”

1.1经济上的交往

改土归流以后黔东地区经济上无论与周边地区还是明中

央的交流明显加深。具体有三个方面的体现：农业和商业

的发展。

1.1.1农业

首先在农业上，田地被大量开垦，可以分为军屯、民

田、商屯、土司田等。军屯中卫所屯田最多，并有详细记

载，据《嘉靖贵州通志》统计，贵州十八卫二千户所原额

屯田亩数约 938582 亩，《万历贵州通志》查存约 634425

亩，黔东“边六卫”因属湖广都司，其垦田面积远大于贵

州卫所，五开卫屯田1251 顷 40 亩，铜鼓卫屯田 354 顷 75 

亩，偏桥卫屯田 282 顷 24 亩，平溪卫屯田256 顷 61 亩，

镇远卫屯田 208 顷 78 亩，清浪卫屯田 389 顷 41 亩，

天柱守御千户所屯田 77 顷 74 亩，汶溪千户所屯田 51 

顷 50 亩。占了贵州屯田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。此外，黔东

的民屯数量也比较大，据《贵州通志》记载：“黔东的镇

远、思州、思南、石阡、铜仁、黎平六府，开发较早，共

有民田 841894 亩，约占全省民田总数的大部分，以思南府

的 137371 亩为最高，黎平府的 27229 亩为最低”[1](P192)。

据此可以看出，虽然明代之前黔东地区的垦田面积已无记

载，也无从考之，但根据前文统计数据来看，黔东地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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垦田数量有增无减，这也归功于改土归流以后土司田产的

重新分配，汉地人民的迁入，以及政府政策的改善，使得

黔东地区田亩增加的同时，粮食产量也有所增加。

1.1.2商业和市镇

黔东地区商业的发展主要依赖经济作物的种植，与其他

地区如北方，东南相比尤其落后。表现为交通闭塞、市场

狭小。黔东地区虽具有一定的区位优势，处于贵州东部门

户，但与其他交通枢纽相比，还是有所欠缺。经济作物比

较单一，以茶叶、棉麻种植为主。而且产量较低，好在以

质量取胜。

茶叶在黔东地区算是一特产，而且品质俱佳，在各府志

里都有详细记载，黎平府“土产，洞茶，叶大而味美”，思

州府“茶出婺川县，余物六司出，俱有之”，“茶出婺川名

高树茶。蛮夷司鹦鹉溪出者名晏茶，色味俱佳”[2](P77)。茶

叶也和盐、酒等商品一样实行政府专卖，对各省的茶引额度

都有规定，并在此之上缴纳茶税，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地

方及中央的财政税收，而且还促进了当地商业的发展。

棉麻是黔东地区人民衣物的基础来源，除此之外还有

当地民族特色的侗布，侗族人民主要以此作为日常衣服布

料来源。其中关于棉花这一作物，它不是黔东地区本来就

有的，据《嘉靖思南府志》记载：“弘治以来，蜀中兵荒

流移入境，而土著大姓将各空闲山地，招佃安插，据为其

业；或以一家跨有百里之地也，流移之人，亲戚相招，缰

属而至，日积月累，有来无去。因地产棉花，种之获利，

土人且效其所为，弃菽粟而艺棉，由是生之寡食之众”[3]

(P286)。可见，正是由于弘治年间，蜀中大量移民流入黔东，

带来棉花种植技术，当地土人见有利可获，便效仿，放弃

了原来的菽粟种植，改种棉花。

黔东地区市镇的发展也是商业繁兴的表现之一，明初时

贵州的经济发展依旧缓慢，商业发展更是无从谈起，相较

邻省湖广川，简直是小巫见大巫。更不必说江南地区了，

万历《黔记》中的描述十分形象“贵州名为一省，实不如

江南一大县。山林之路不得方轨，沟渠之流不能容船…即

平居无事，商贾稀阔”[4](P301-302)。不过，这种现状在改土归

流以后便得到了改善，大量移民进入黔东地区，其间不乏

大量商贾，有商贾就有商业，有商业市镇必定发展起来。

万历间贵州“共 43 座城，省城 5，府州县卫所同城者 27

，府州县卫所土司同城者 11，司关站建城者 4”[5](P25)。加

之黔东地处贵州东部门户，乌江贯穿其间，毗邻渝湘，交

通相对发达，也为商业发展提供便利。

1.2文化教育上的交流

1.2.1文化

改土归流以后黔东地区的文化交流可分为宗教信仰和习

俗两大方面。

（1）宗教信仰

主要有外来佛道信仰和本土鬼神信仰。基本表现为外

来信仰的传入、发展，与本土信仰碰撞、融合。唐宋时期

佛道已传入黔东地区，明代时才得到较大发展，可见传播

速度较为缓慢，这也与佛道本身教义，传道者方式方法，

当地民众的接受程度有关。尤其是当地民众对待佛道的态

度，明代以前，也就是改土归流以前，黔东地区的开化程

度不高，并且本土信仰深植于民众内心，因此，从内部撼

动显得尤为艰难。改土归流以后，随着教化的推进，更重

要的是上层对于佛道态度的转变，开始崇信佛道，并且修

建大量寺庙、道观。起先得益于流官群体的推动，逐渐的

土官与下层民众也开始接受，并且融入日常生活，渐与本

土信仰结合起来。明代佛道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寺院、道观

的修建，明代黔东地区的佛道发展较为迅速，尤其是思南

府与镇远府。但是相比较而言，道教的发展还是逊色于佛

教，改土归流以后这种境况有了一定改善。佛道的传入、

发展、与当地民间宗教融合丰富了黔东地区的宗教信仰。

在与本土信仰结合这一方面，道教表现得尤为突出，

特别是与傩坛戏的结合，傩坛戏的发展与道教的传入有着

密不可分的关系。例如从傩坛戏的仪式与巴蜀地巫鬼道的

关系上去看，傩是以中原为主干的各民族多元祭祀宗教文

化，由巴蜀地区传入的道教对其产生了影响，“天师道早

期的斋仪——涂炭斋,明显地保留着巴蜀巫鬼道中的‘幻面

禳除巫术’即‘开脸傩’的遗风。斋人‘悉以黄土泥额,被

(披)发击着栏格，反首自缚，口中衔璧，覆卧于地，开两

脚，相去三尺。叩头忏谢。’”[6](P17-22)直到今天，黔东地

区的傩坛戏也是贵州傩戏中保存得最完整的一支。

1.2.2习俗

改土归流后黔东地区习俗上的交流融合体现为礼俗与

节俗两个方面，受汉地影响，婚丧礼俗不同程度的被汉俗

同化，众多黔东地区府州县志的记载中都有较为突出的体

现，不仅记述了改土归流前后礼俗的变化，其间的冲突也

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改土归流以前，黔东地区的民俗是比较原始淳朴的，

同时也是简单落后的。他们没有具体的成文法规，乡规民

约，有的只是约定俗成的习惯，这就决定了他们对待事物

的随意性。拿婚丧礼俗来举例。婚礼过于简单，没有既定

的仪式流程，男女可随意婚配，没有媒妁之言一说，注重

男女双方本人的意愿，心仪即可在一起。但这同时又不失

为一种进步，因为古代中原男女婚配是由父母做主，自身

没有自由可言。镇远府“端午、正日二节男女会集饮酒，

未婚者相唱和戏，情意合则为伉俪，不用媒妁焉，…婚姻

用媒以通两家情好也，凡请行头皆用银布名曰缚行头，

言缚之使不贰心也”。在彩礼嫁妆方面，更是与汉地天差

地别，石阡府“婚姻论财，问名之日女家先宰一牛为开口

钱，无牛则以钞贯及花布代之，男家或贫不能成婚，女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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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以女归之，逾三五年，然后索财礼焉”，[7]可以看出女方

家里很重视成婚这件事情，宰牛这一举动有很大的意义，

在汉地，牛为一劳动力，地位是极高的，一般不会随意宰

牛。而且对于家贫男予以宽容，虽索要了彩礼，但同时给

予了时间宽限，没有因此作罢。

丧礼的最大区别在于没有哀悼之礼。汉地对于丧葬本就

是极其看重的，这是孝的体现，哀悼之礼更是必不可少，

无论是哀悼仪式的举行，哀悼词的撰写，都是主人家极其

看重的。而黔东地区不仅不行哀悼之礼，还在葬礼上饮酒

食肉唱歌，如黎平府“人死，不服衰麻，但以尺布裹头，

丧家未塟，不食酒肉，送殡者至塟所，欲醉各执火，由别

路而目，不设灵位，名曰送哭…熟苗…饮酒食肉欢乐如平

时，亦无尺布之孝”，石阡府“有丧则屠羊豕为祭，槌鼓

唱歌以相乐”，[7]这其实是一种观念上的差异，不同的生

死观能指导人们做出不同的行为。在汉地，人们多受儒家

思想、三纲五常的影响，将死亡与悲痛、哀伤相联系，子

孙后代理应为逝去的人哀痛流泪，因此丧礼应是沉重严肃

的。而黔东地在自然环境以及古老的传统之下保留着较为

原始的生死观，对待死亡呈现出一种乐观的态度，这也是

可以理解的。改土归流以后汉地的影响渐深，二者的习俗

开始相互借鉴，以往简单的婚丧仪式也变得复杂起来，以

往封建的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观念逐渐消弱。尽管在

此之中有一些冲突，但总体而言，都是朝着积极的方向去

发展的，二者各自的文化习俗都得到了发展。

2　教育

改土归流以前，黔东地区为思州土司所掌控，因此，土

司教育和家族教育是当时主要的教育类型，一般而言，土

司教育只有土司上层才能享受到，这对于民众的教化与教

育的普及十分不利。而且土司教育无论从受教育对象、范

围、内容等方面来看都有其局限性。受众对象单一，受众

范围狭小，内容简略。改土归流以后，这种情况才有了较

大改善，明初，政局稳定，中央便大兴教化之风，“朕一

统天下，复我中国先王之治，宜大振华风，以兴治教”[8]

(P925)。还大力发展儒学，倡导各省府州县积极创办儒学校，

教授儒学教育。

黔东地区对于中央的教育举措欣然采纳，上行下效，

于是各府州县纷纷办起儒学学校来，永乐五年(1407年)黔

东地区设思州宣慰司儒学、思南宣慰司儒学，在此基础上

设立石阡、镇远、铜仁、黎平、新化、乌罗等府府学。教

授内容也为传统儒学之书籍，诸如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大

学》《中庸》等。根据文献统计，明代贵州府、州、县、

卫、司学共约 60 所，土司儒学 8 所，府学 13 所，州学 

4 所，县学 11 所，卫学 24 所[9]。

儒学教育乃为中央所提倡的官方教育，而黔东地区内部

还发展了自身的教育——书院教育。书院在唐宋时期就已

经发展得比较成熟与完善了，而贵州地区的书院在改土归

流以后才开始流行起来。明代贵州地区的书院教育多集中

于黔东地区，明代黔东各府的书院一共 13 所，其中思南

府书院最多[10]，教授的主要内容也承袭传统，教授程朱理

学、阳明心学。

3　结语

改土归流是明代中央一项重要的举措，也是必然的发展

潮流，无论是中央还是黔东地区都急需这样一副灵药去解

救受土司制度扰乱的社会，旧的不合时宜的事物必然会被

淘汰，新的事物也会艰难的顶替上来。改土归流以后黔东

地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体现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与社会

方方面面，这也促成了在这些方面之下民族间的交流交往

交融，民族地区本身各族间的交往或许并不明显，但汉族

与黔东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，最后达到文化、习惯上的交

融绝对是显著的。有必要说明的是这绝对不是一种趋同，

而是求同存异，保留好的精华的部分，剔除糟粕；保留民

族文化习俗的特性，发展民族间的共性，以此促进族群认

同，国家认同，这便是“三交”的实质与意义所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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